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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中外交往的深入和华洋杂处局面的形成，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于是各种英语职业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但此类培训机构对近代上海的社会变迁产生了诸

如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促进中西方交流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对当前国内社会教育培训机

构的良性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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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 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工商贸易的发展、中外交往的深入和华洋杂处局面的形成，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英语水平也成为考察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当时社会上所能提供的学习场所和机会比较有限，一般仅有清政府官办的广方言

馆和几处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受学费和办学规模等因素的限制，这两者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大多数民众的学习需求仍

得不到满足。于是，各种以英语职业教育为办学宗旨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对近代英语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的学校教育
[1]
，对职业培训机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数量相

对稀少，观点和价值取向比较单一
[2]，

也没有从中总结出相关的历史经验教训。本文将在论述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复杂面

相的基础上，探索对当代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的启示。 

一、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演变 

为反映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演变，笔者从《申报》《上海新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等当时主要报纸中寻找培训机构的招生启事和新闻报道，借此分析时空分布、学制学时、学费、教材、教

员、课程等方面的情形。 

（一）时空分布 

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英语职业培训机构是 1862 年 12 月由英国的“巴先生”在石路创办的“英字话馆”
[3]
，此后各种培训机构

纷纷建立起来。在 1862 年至 1919 年间，各类新成立的培训机构有 259 所
[4]
，平均每年增加 4.5 所。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超过平均值的有 33 个年份，其中 1900 年最多，达到了 12 所。其时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

一阶段是 1862 年至 1869 年的初创期，该阶段的培训机构仅有 10 所，社会影响较小；第二阶段是 1870 年至 1879 年的上升期，

共有 60 所成立，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第三阶段为 1880 年至 1904 年的高峰期，共新建 156 所，占历年总数的 60%以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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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为 1905 年至 1919 年的低潮期，新建者仅 33 所，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下图所示： 

 

英语培训机构的阶段性特征与近代上海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随着局势的稳定和华洋杂处局面的成

型，租界内外华人学习英语的需求开始上升，租界内的西方人则提供了最早的师资来源，因此英语培训机构随之兴起，其中以

西方人创办者为最。 

19 世纪 70 年代洋务运动全面开展，不仅洋务派鼓动年轻人学习英语，华人追求西学者也不断增加，“中体西用”的潮流孕

育了一个巨大的英语培训市场。当时已有的几所外语学校、教会学校入学限制颇多，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填补这块市场空缺，

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培训机构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经过之前 20 多年的探索，培训机构业已发展出一套以短、平、

快特色的运作模式，突出实用性、灵活性，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在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朝野上下效法西学的

狂热更推动了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 

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后，随着大批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旧式书院、私塾的改制，英语被全面纳入国家和地方的正规教

育体系，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学功能被逐步替代，因此培训机构的数量锐减。尽管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培训机构因社会渐趋稳

定而数量有所增长，但到 1919 年总体上仍处于低迷状态。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这些培训机构主要分布在以英美势力为主的公共租界内（法租界则以法语、俄语等培训机构居多），其

中大部分培训机构设在被称为“洋行”的外贸公司内
[5]
。这是因为培训机构与洋行存在着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培训机构借用

洋行的场地与设施，学生也有不少来自洋行，学成后大多又回洋行工作，有的培训机构本身就是洋行开设的，教员也出自洋行

的工作人员。 

（二）学制学时 

一般分日间、夜间课程两种，授课时间不一，大多为早上 9 点至 12 点，午后 2 点至 4 点，晚上 6 点到 9 点，周末、春节、

盛夏停课休息。日夜两班制是这些培训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许多培训机构就以“英文夜馆”为名。选择夜校者多为社会人士，

他们白天工作，夜晚学习，互不耽误。近代著名企业家穆藕初的英语启蒙教育就是在“英文夜馆”完成的，他以 22 岁“高龄”

入学，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为时仅两年而普通文理已清顺，能浏览西报”
[6]
，1900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海关工作。培训机构

的教学周期不一，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教员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授课时间和教学进度，学生来去也比较自由。如 1875 年英葛理

书馆因教员赴日本旅游而停办，但回国后即重新开张
[7]
；1897 年西文学堂的教员因随英国大使回国而休馆，回沪后又再度招生

[8]
。

与正规学校相比，培训机构的办学风格十分灵活，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问题（详见下文）。 



（三）学费 

各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高低不一，一般按月或季收费，大部分机构不在招生广告中写明具体金额，只有“价格面洽”之类

的文辞。而从英华书馆、信和洋行英文学塾、英葛理先生书馆等明码标价的培训机构来看，每月收银从 5两到 4元不等
[9]
。这一

标准在晚清时期是比较高的，当时租界的一名普通华人巡警和江南制造局的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均为银洋 8 元，如让他们拿出月

收入的一半来学英文显然不可能。穆藕初在担任棉花行小职员时就因为缺乏学费，“忽忽一年，竟未觅得一可学西文之学校”
[10]
。

后来他通过夜间兼职挣学费才得以进入英文夜馆读书。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语培训机构的生源大多是官商子弟或

收入较高的洋行职员。有鉴于此，一些机构以“专收贫苦子弟，无力从师者皆可入学”为名招揽学生
[11]
。 

（四）教材 

各培训机构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选用不同的教材，教材本身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但目前可考者较少，笔者找到的

有 1876 年华英书馆西文教员李芳春编的《英学初阶》[12]。清末英华书馆使用的《皇家读本》（Royal Reader）、《常识》（Science 

Reader）、《纳氏文法》（Nesfield's）、《聊斋志异》英译本、《圣经》、《算术本》（School Arithmetic）
[13]
，但由于各机构彼此

差异较大，在教材的选取上体现出很强的随意性。 

（五）教员 

分为洋教员和华人教员。根据 1862 年至 1919 年间上述各大报纸的记载，有名可考的培训机构教员共有 162 人，其中洋教

员 85 人，华人教员 77 人。尽管洋教员在总量上多于华人，但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涌现出大批华人教员。这既表明之前包括

培训班在内的英语教育的成功，也体现了本土英语人才队伍的迅速成长，从而折射出近代上海的社会开放程度日益加深。 

（六）课程 

早期的培训机构只有单一的英语语言教学，但越到后面课程内容越丰富，实用性也越强。其课程内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

—语言文字教学和西方科技教学。前者以最基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英语语言文字为教学内容，旨在训练学生的口头和书面

表达能力。比如黄梦仙夜校就在招生广告中宣称学生“学习三个月之后可能与西人把话”
[14]
。1885 年后，“商务捷径英文书馆”

“中西贸易书院”等专门教授商务贸易英语的培训机构开始出现，其课程紧扣最实用、最急需的商贸专业知识
[15]
，更受求学者

欢迎。后者则把西方科技知识引入课堂，从而使学生的英语应用范围更为宽广，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更占优势。如 1880 年新设

的一家英文书馆在广告中写道：“教天文、地理、算法、信札、水陆兵法、英文英语、格致化学等类，一切功课甚为严厉。”
[16]

这一类培训机构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主流，顺应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潮流。 

二、存在的问题与补救措施 

19 世纪 80 年代培训机构蜂起之后，其各种问题和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最先出现便是教员教学良莠不齐的问题。尽管多数

华、洋教员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混入其间的“南郭先生”也不在少数。1888 年《申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一些洋教员“恃一

知半解之能，谬然就聘”，华人社会却“奉之若神明，敬之如师傅”。而当洋教员开展教学工作时，他们的水平“亦属寻常，更

有事不能为者，中止而去者亦有之”
[17]
。华人教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上海地方文人黄式权认为这些“教师仅通商贾语，西

邦文字未能窥见藩篱。故欲典籍旁通、洞明洋务者，必就广方言馆肄业。寻常洋泾浜话，不必率尔效颦也”
[18]
。其意思是华人

若要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应当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不应在培训机构学习只能用于商贸的或一知半解的“洋泾浜”英语。 

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国内社会纷乱动荡，培训机构的乱象也愈演愈烈，以至于有媒体大声疾呼“上海一埠，学堂林立

其间，虽不乏办法完善，而以骗钱为务者实难胜数，误人子弟，殊可恨也”
[19]
。在理性分析之余，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刊登在《滑



稽时报》（《时报》的增刊）上的几则笑话看出端倪：
[20]
 

课堂中污秽不堪，台凳上尘埃堆积，可笑。 

课堂中窗门破坏，风雨逼人，仅仅遮以油纸，可笑。 

每上课时，谈话声、嬉笑声不绝于耳，可笑。 

上课时教员、学生都随意吸纸卷烟，可笑。 

教员只会吹牛，学生则专恣拍马，可笑。 

某教员上课写英文字母，于黑板上一爱克司（译音），竟写不出，可笑。 

想许久时，写了一个似爱克司非爱克司之字母，可笑。 

写别字则写别字矣，而竟厚颜曰：“此乃花体”，可笑。 

某某等读了一二年英文，便在西门外设立英文夜馆，可笑。 

每晚七时上课，至六时三刻课堂中尚未点灯，可笑。 

学生之早到者，都坐在黑暗课堂中，可笑。 

收费则收费矣，而必美其名曰“津贴”“灯油费”，可笑。 

更有甚者在招生广告中就作出了千奇百怪、违背教学常理的规定
[21]
，令人匪夷所思： 

学生须练身以资强壮，本馆未有体操场，改令学生泡茶、扫地、揩洋灯、撩豆腐、抱小囡、荡烟筒，庶几习练筋骨以符西

法。 

本馆造就子弟，一礼拜即会吃香烟。 

本馆主人，衣服亦讲时务滑头，外罩洋纱背心，鼻架外国眼镜，履圆头而袜黑色，纽扣插花，香烟衔嘴，以为诸生表率。

兼教滑头腔调，吊膀子工夫，不再加收工钱。 

每逢中西贺期，各生不准馈送礼物，惟送现洋者必不客气，俾合西礼。 

因此，从民国建立后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各培训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提升自身形象。首先是宣布免费，如四川路万国

大学联合会在每周日设免费英文班，“所用书籍、讲义等均由该会发给，不另取资”
[22]
；其次为改良师资，麦根路英文专修学校

在授意记者采写的新闻中点明创办人何作新毕业于北京大学
[23]
，工商求是英文夜馆则指出其总教为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周经芳

[24]
；最后是宣传教学成果，《新闻报》报道了惠灵英文专修学校与美国华盛顿大学接洽后，由该校出资将成绩排名第一的毕业生

张海云送入华大就读教育学专业，同行考察者还有暑期班的陈咏声、朴震二人
[25]
。 



三、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历史作用 

近代上海华洋杂处、租界与华界分治等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孕育出英语职业培训机构这一富有时代特征和现

代因子的教育单位，而这些培训机构的发展也对上海的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英语职业培训机构为底层民众，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希望在上海谋求新职业或改变命运的青年提供了一条捷径。

上文所述的穆藕初就是通过在培训机构的学习掌握了这门重要的语言工具，从而踏上了事业大发展的道路。培训机构的教学水

平虽然无法与同时期陆续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南洋大学、震旦大学以及徐汇公学、民立中学等相提并论，但其“短、平、快”

的教育模式满足了更多普通民众的需要。 

第二，肩负起了正规学校全面兴起之前的英语教育功能。各培训机构作为个体来说是弱小的、分散的、失序的，但作为一

种社会办学力量，它们又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 1906 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后，培训机

构的存在更是填补了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空缺，从而使社会阶层的流动通道得以维系
[26]
。 

第三，造就了一批满足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外语人才，提高了上海市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而言，减少了华、租两界在城市运行过程中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问题，推动了上海的商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更促进了西方

科技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四、对当代英语培训机构发展的启示 

当前，各阶层人士和单位对知识与技能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提高，中小学生及家长对课外辅导培训的需求尤为旺盛，因此

各地各种培训机构出现了井喷式发展。然而，与近代相似的是，当下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培训市场乱象丛生的问题比较突出。

2018 年 5 月，教育部、民政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华东区督查组，对七省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27]
。因此，

总结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历史经验，对当下培训机构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加强政府监管。近代中国的政府体系尚处于建构之中，而上海的两大租界当局仅以维护其在华利益为宗旨，因此政

府监管的缺位是出现乱象的根本原因。建议政府介入社会培训市场，一方面由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工商、民政等部门成立跨部

门联合小组，对培训机构的申请注册、经营转让等环节进行监管并作定期检查；另一方面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市场

准入点，严厉打击无照经营、偷税漏税、欺骗宣传、胡乱收费、虚抬价格等乱象。 

第二，严审教师资格。近代上海的一些培训教员只学得皮毛便自立门户，不仅严重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威胁了行业生存。

如今，教师资格审查工作应由政府和培训机构共同承担，由政府制定从业资格标准并督促培训机构落实。本国教师根据不同的

教学任务出具学历学位以及雅思、托福、SAT 等相关证书，由培训机构上交政府教育部门审核通过；外籍教师不仅要具备聘任资

格证明，而且需持相关部门颁发的“外国人专家证”，此外还应当通过培训掌握我国国情和教育状况。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才能

上岗任教。 

第三，加强行业自律。培训行业不仅需要根据政府规定审查教师资格，更应制定覆盖各环节的行业标准和认证制度，做到

事先掌控、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理，确保各校制度的有效落实。行业自律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减少政府监管所带来的某些限制，而

且有利于行业本身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自治与他治相结合。 

第四，建立评价机制。参照辛亥革命后上海各报刊对培训机构教学成果的宣传经验，我们可以建立纸媒、网媒等第三方评

价机制或评级机构，或者参照电商网站、APP 等让消费者进行实时评分。但无论采用哪种评价方式，都必须确保评价主体的客观

中立，更要保证投诉、举报渠道的畅通有效。通过社会参与倒逼培训机构加强内部治理，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五，改进学校教育。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衰落的主因即为正规中、高等学校的发展逐步取代了培训机构的教育功

能。由此可见，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扼制社会培训的乱象。为此，学校不仅要继续确保在编教师不得从事课外

补习工作，而且应扩大在低年级课后托管和中、高年级课后（假期）补习等方面的作用，以此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并增强家

长和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同感
[28]

，而这本身也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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